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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社群媒體在政治訊息溝通與公民運動中的角色日益重要，社

群媒體使用是否對於政治公民參與具正面影響力也成為學者關切的議

題。本研究同時討論社群媒體使用與人際溝通等相關變項（意見領導

力、政治討論異質性、網路政治與公共議題討論頻率）對於政治公民參

與的影響。研究調查資料為科技部2015年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以各

鄉鎮市區分層抽樣，針對18歲以上國人進行家戶調查。2015年台灣傳

播調查資料庫包含媒體使用、人際傳播、社會網絡、政治態度、政治

公民參與等題組。結果顯示，與政治公民相關之社群媒體使用及意見

領導力透過網路政治討論及討論異質性影響政治公民參與。本研究結

果顯示社群媒體使用與人際溝通均間接或直接影響政治公民參與。研

究結果可以幫助了解社群媒體使用及不同人際溝通模式在促進政治公

民參與議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社群媒體、網路政治討論、政治公民參與、政治討論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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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media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disseminating 

news about political and civic activities and facilitating related political 

discussions in modern socie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how social 

media may facilitate online and offline political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also considers the effects of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s on political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such as opinion leadership, discussion heterogeneity, and 

online political debat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2015 Taiwan 

Communication National Survey Database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sel. 

The 2015 TCS survey contains items on media u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ocial network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The survey used a cluster sample design method (PPS) and was 

conducted in door-to-door interviews with household members in Taiwan who 

were 18 years and old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litical- and civic-related 

social media use and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 variable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fluenced political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vital role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several types of 

participation in today’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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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網路與社群媒體已成為政治社會議題傳遞及討論的重要

平台之一。根據2012年Pew Research的研究報告指出，有超過三成的

社群媒體使用者曾在社群媒體上發表自己對政治及社會議題的想法，

或曾使用社群媒體鼓勵其他人對於重要政治公共事件採取行動。而Pew 

Research在2014年的研究更指出，有超過兩成選民在社群媒體上追蹤

政治人物，而這些選民比起未在社群媒體上追蹤政治人物者更積極參

與政治公共事務，例如：捐錢或擔任義工（Pew Research, 2012; 2014）。

政治與公民參與為民主社會中的重要機制，人民得以藉此表達自

身意見並與他人溝通，並由此發揮重大影響力。透過政治與公民參

與，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也得以滿足（Parry, Moyser, & Day, 1992）。因

此，對於如何有效促進民眾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一直為民主社會的

重要課題。當新舊傳播科技更迭取替之時，便需檢視是否新傳播科技

能夠肩負傳遞政治與公共事務訊息的重責，並了解是否經由新傳播科

技的使用，有助增進民眾對於政治公民參與的興趣與動機。

不同於傳統媒介，如報紙、電視、廣播等，社群媒體可提供使用

者即時接收訊息及達到雙向溝通的功能。今日的使用者可以在社群媒

體平台上（如：臉書）閱讀政治相關新聞、分享時事及發表個人想法、

在機關團體或他人頁面中反應意見、並且與線上網友即時討論各類議

題。從這些現象觀察，比起傳統媒體，似乎社群媒體更能多元及迅速

的傳遞政治公共事務相關資訊；因此，社群媒體的普及應能增進民眾

對於政治及公共事務的接收理解、促進與他人的對話機會、及對相關

議題產生更深入的思考。在此情境下，社群媒體使用可激起民眾對於

政治及公共議題的興趣，進而增進政治公民參與。因此，面對社群媒

體可能成為現代社會中影響政治及公共議題的重要工具，了解社群媒

體使用與政治公民參與關係，便成為了解民主政治及其溝通傳播機制

的重要關鍵（Kann, Berry, Gant, & Zager, 2007; Skoric & Poor, 2013）。

本研究主旨為釐清社群媒體使用在政治傳播過程中的角色，更清楚來

說，探討社群媒體的使用是否對於政治公民參與有所幫助。

除了社群媒體使用的影響，本研究也主張相關研究應同時考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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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溝通面向的影響力。Katz與Lazrsfeld（1955）提出先驅的兩級傳播模

型，奠定人際傳播對於影響民眾態度意見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大眾媒

介通常不會直接影響民眾，而是透過意見領袖的人際傳播途徑，將媒

介訊息傳遞到其他民眾處。Katz與Lazrsfeld 指出，人際傳播的影響力

甚至比大眾媒介更大。在其後的研究中，人際政治討論與各類討論特

質也在各個政治傳播環節中扮演重要角色（Heatherly, Lu & Lee, 2016; 

Hyun & Kim, 2015; Valenzuela, Kim, & de Zúñiga, 2012）。
Choi（2014）認為網路政治討論研究在社群媒體盛行的環境中益顯

重要，因為社群媒體促進了社會互動與政治溝通的機會，並有機會成

為Habermas所描述之「公共領域」：一種用於溝通訊息與觀點的網絡，

或是網絡式公共領域的概念。在公共領域中，影響力決定於政治討論

是否得到大眾注意及支持；因此對網路政治討論研究，Choi認為資訊

流動性（flow）的探討相當重要，即分析受到注意的資訊由何人流傳至

大眾。兩級傳播理論便是對於資訊流動性的探討，主張資訊從媒體傳

遞至大眾，並由意見領袖中介兩者關係。以往研究中顯示，意見領袖

較其他人能影響他人想法，且因動機、能力、特質與他人不同，因此

使用媒介程度較高、與他人溝通的程度較高、也具較高公民參與度

（Keller & Berry, 2003; Park, 2013）。

此外，Choi（2014）認為了解網路溝通多元性（diversity）為另一重

要觀察重點，因與不同意見他人的理性辯證討論，共識便容易產生。

本研究加入探討政治討論多元性，使用「網路討論異質性」概念，了解

人們在網路討論過程中是否多集中於與自身相似的意見或多為異質性

的對話。最後，根據認知中介模型（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人們

能夠透過單純的與他人討論而能更深入的處理政治資訊，強化政治參

與動機，因此網路政治討論頻率與政治公民參與關係密切（Eveland, 

2004; McClurg, 2006; Pan, Shen, Paek, Sun, 2006）。因此，本研究加入

政治討論中有關討論頻率的變項，了解網路政治討論頻率與政治公民

參與程度關係。

本研究旨在建立一完整模型，同時探討兩大影響政治公民參與因

素：社群媒體使用及人際溝通對於政治公民參與的影響力。此模型將

有助於全面了解各面向之間相互關係，及對於政治公民參與的影響層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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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社群媒體與政治公民參與

社群媒體為以網路為平台的應用程式，可由使用者自行產生內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並可在平台上與他人分享訊息與想法（Kaplan 

& Haenlein, 2010; Obar & Wildman, 2015）。有別於報紙、電視、廣播

等傳統媒介，社群媒體提供一個即時溝通的平台，使政治公民組織與

民眾間的雙向溝通更為順暢。社群媒體使用者可以在臉書上進行各層

面的政治公民活動，例如：藉由關注不同政黨公民組織、政治公眾人

物、或是自身親友的近況，獲得最新的社會訊息；可以轉貼、發表、

訂閱新聞，或對於某項時事與公共議題按讚，進而影響社群網絡中的

其他人；使用者也可以在社群媒體上簽署請願書或動員他人參與政治

或公民運動。在各個層面的政治公民活動中，社群媒體使用者似乎均

能夠藉由此新傳播平台所提供的服務而達到政治公民參與的目的。

相較大眾的普遍認知，即社群媒體為現今政治公民參與的重要工

具，學界對於社群媒體與政治公民參與的關係，則有分歧的看法。有

學者認為，相較於臉書，對傳統媒介新聞的注意程度才是預測政治參

與的重要變項（Skoric & Poor, 2013）。Skoric與Poor認為社群媒介的影

響力建立於既存的社會連結上，例如臉書好友，因此影響力並不大，

而傳統媒介仍可扮演大範圍議題設定的影響力。與上述看法不同的

是，有學者認為臉書的使用與政治公民參與有相關性（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Valenzuela、Park與Kee（2009）發現年輕人的臉書使用

與公民參與有所關聯，雖然兩者關聯性並不大，顯示臉書並不是促進

公民參與的有效工具。Kim與Khang（2014）認為社群網路使用時間、

社群網路大小均為影響網路及線下政治參與的重要變項。亦即，網路

使用時間越多以及社群網絡越大者，政治公民參與程度越高。另外，
Wicks、Wicks、Morimot、Maxwell與Schulte（2014）發現青少年在社群

媒體上分享總統選舉相關照片、發表與選舉相關看法、或成為政治人

物粉絲，他們會具有較高的政治與公民參與程度。Fisher（2012）更認為

社群媒體在選舉過程中為非常重要的工具，因為透過社群媒體可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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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彼此互不認識的民眾，這是在傳統媒體中無法有效率達成的。

除了以上的歧見外，也有學者主張，雖然他們不否認社群媒體對

於促進政治公民參與的貢獻，但是這些貢獻端視社群媒體的不同使用

方式而定。若人們使用社群媒體以利接收政治與公眾議題新聞、動員

政治活動、或與朋友討論政治議題，他們的社群媒體使用對於政治參

與的影響力便會較大，比起以社群媒體為娛樂或排遣時間為目的的使

用者而言。de Zúñiga、Jung、Valenzuela（2012）便發現，單純的社群媒

體的使用頻率並不能預測公民參與或社會資本，但是如果單獨檢驗社

群媒體的新聞使用，便可以發現社群媒體的新聞使用與公民參與和社

會資本成正向關係。

因以往文獻中對於社群媒體使用與政治與公民參與的關聯性結果

分歧，本研究對於社群媒體使用與政治公民參與關係，提出研究問

題。本研究呼應de Zúñiga等（2012）的看法，認為若能討論在政治及公

共事務相關的社群媒體使用上，而非探討廣泛的社群媒體使用頻率，

應能使研究更為聚焦，因此以下提出研究問題：

Q1： 與政治及公共事務相關的社群媒體使用和政治公民參與的關

係為何？

人際溝通的角色

自Katz與Lazrsfeld（1955）發表Personal Influence一書，學界開始

檢討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力，並瞭解除了傳播媒介外，人際溝通在傳

播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往研究發現，人際溝通扮演著大眾媒

介及其效果行為層面之間的中介與調節角色（Hardy & Scheufele, 2005; 

Scheufele, 2002）。Scheufele（2002）提出「差異獲得模型」（differential 

gains model），認為人際政治討論為影響大眾媒介使用與政治參與關係

的重要變項。Scheufele呼應de Tocqueville（1835/1984）的看法，認為政

治討論為民主政治的重要精神，而民眾透過溝通，解讀並處理所接收

到的訊息，使能將其轉化成政治參與行為，因此經常與他人溝通政治

與公共事務的新聞使用者，也較容易將媒介訊息轉化為實際的政治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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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為。在其後，差異獲得模型也同時在網路新聞使用、日本媒介使

用與參與行為、以及台灣的社群媒介使用研究中得到證實（Hardy & 

Scheufele, 2005; Lin, 2016; Yamanoto, 2010）。在這些研究中均顯示，人

際溝通為瞭解各類型傳播效果的重要影響變項，且為了解媒介使用與

政治公民參與間關係的重要影響因素。

I. 網路政治討論頻率、政治討論異質性、政治公民參與

政治及公共議題的討論可視為社會共識的基礎（Scheufele, 2000）。

直至今日，已有許多證據顯示政治討論能夠提升政治知識、容忍度、

與政治參與（Eveland, 2004; McClurg, 2006; Scheufele, 2000; 2002）。
Eveland（2004）對此提出解釋，認為政治討論之所以能夠對人們的政治

態度、知識與行為產生影響，是因為政治討論能夠影響人們的訊息處

理過程。當人們預期會和他人進行政治討論時，便會產生較高的動

機，以較具深度的方式處理政治相關訊息。在進行對話時，人們也會

因為與他人進行討論，得以使用較完整及複雜的方式處理訊息；因此

政治討論可以影響人們對於政治議題的投入度、理解度、以及參與程

度。相關研究也指出，人們透過與朋友的交談得以了解政治參與的意

義，並且透過與朋友交換政治資訊，增加對政治事務的思考（McClurg, 

2006）。同時，在Pan、Shen、Paek與Sun（2006）的研究中也發現，人

們在總統選舉期間的政治討論，可以提升人們參與公眾事務的動機，

而閱讀新聞則可以增進人們政治討論的頻率。根據以上的研究顯示，

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認為在網路上進行政治討論與政治公民參與行

為有正向關係。

H1：網路政治討論越頻繁者，政治公民參與程度越高。

除了網路政治討論頻率外，另一個可能影響媒介使用與政治參與

的人際溝通變項為討論異質性（discussion heterogeneity）。Nir（2011）認

為討論異質性可被定義為多元化的意見討論或是和自己本身意見不同

的討論。當人們與他人溝通政治議題時，所討論內容與自身意見不同

的頻率越高，其政治討論異質性越高（Scheufele, Nisbet, Brossard, & 

Nisbet, 2004）。討論異質性之所以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主要建立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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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們在不同政治意見及思維模式間可以互相包容、進行對話及交

流，為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基礎（Gutmann & Thompson, 

1996; Habermas, 1989; Mutz, 2006），因此民主社會應該樂見較多異質

性的政治討論與對話。

當社群媒體成為民眾接收及表達政治公共事務意見的重要場域

時，學界便積極了解社群媒體是否能幫助不同政治意見間的相互對

話，或是反而隔絕了不同政治意見團體。在過去文獻中，對於社群媒

體使用與政治討論異質性的關係，有著分歧的看法。有學者認為，網

路與社群媒體使得人們可以不受地理環境的影響，接觸到不同的民眾

及更多元的訊息（boyd & Ellison, 2007），因此線上及社群媒體的人際網

絡應該比面對面的人際網絡更加多元，方便促進不同意見間的彼此對

話。

但也有學者根據選擇性暴露理論（selective exposure theory）認為，

因為網路的特性，使得人們可以自由選擇接收與自己喜好相同的訊

息。也因為這類的選擇性暴露行為，使得在網路和社群媒體環境中，

人們可以自由選擇加入與自己意見相符的公民團體社團，或是取消關

注和自己政治理念相反的公眾人物的臉書訊息，使得線上團體成員的

意識型態趨於一致，而使網路討論同質性變高（Sunstein, 2001）。舉例

來說，Fernandes等（2010）在分析學生臉書社團時便發現，年輕選民通

常會以臉書與自己政治立場類似的人連結，彼此分享選舉或候選人訊

息。

另外，Brundidge（2010）則提出第三個可能性。他認為人們在網路

上雖然會如同選擇性暴露理論所述，傾向選擇與自己意見一致的訊息

閱讀，但是因為人們選擇同質性訊息的技巧不足、或是在網路不可避

免的會閱讀到與自己看法不同的意見、或是在網路上的社會界線較不

明確（不管是地理位置或政治立場上），以至於人們還是會在非刻意的

情況之下，或多或少接收到與自己立場不同的訊息。他同時指出，在

網路上遇到政治異質性的頻率，會有個人差異。對於政黨認同強烈、

政治知識較低、較少閱讀新聞、或甚少與人談論政治的人，在網路上

遭遇不同政治立場言論的機會會較低。因此，在Brundidge的研究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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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網路討論頻率為網路新聞閱讀與網路異質性的中介變項。這個看

法，在Heatherly、Lu與Lee（2016）的研究中也得到證實。Heatherly等

人探討政治討論、媒介使用與討論異質性間的關係。他們發現，在網

路與社群媒體中常與他人討論政治議題者，可能在社群媒體中遭遇到

較多元的政治意見表達，雖然有些社群媒體中的朋友或網友與自己可

能持相同意見，不過也很可能遇到持相反意見的網友；因此，他們的

研究結果與Brundige一致，發現政治討論為社群媒體使用與異質性討

論的中介變項。

本研究呼應Heatherly等（2016）與Brundidge（2010）的研究結果，

認為網路政治討論頻率為政治及公共事務相關的社群媒體使用和政治

討論異質性的中介變項。換言之，使用臉書接收政治或公共事務相關

訊息者，若能同時在網路上與他人溝通討論，則此人的政治討論便會

比較多元，即政治討論異質性會較高。

H2： 網路政治討論頻率為政治及公共事務相關的社群媒體使用和

政治討論異質性的中介變項。

儘管討論異質性為民主社會中不可避免且重要的程序，但以往研

究卻發現討論異質性有可能減低政治公民參與的動機（McClurg, 2006; 

Mutz, 2006）。Mutz（2006）認為，當人們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他人進行討

論時，會造成態度的分歧，而使得人們對此議題的認知與感受變得較

不極端，他們因此能夠了解不同立場的想法。而這種分歧的態度，通

常會減低態度與參與的強度。同時，Lee（2011）也對此現象提出解釋。

他認為暴露在不同立場的人們，如果發現自己為意見少數的話，也可

能會因為沈默螺旋的機制，而減少政治參與，以避免可能衝突的產

生。不過Lee指出，以往文獻的結論，發現討論異質性與政治公民參與

成負向關係者，通常以研究投票相關行為為主。而其他研究針對不同

形式的政治公民參與，則發現與討論異質性成正向關係。因此，Lee比

較不同政治公民參與活動與討論異質性的關係。最後發現，討論異質

性有可能在不同政治參與情況之下，產生不同的效果。當檢驗參加抗

議遊行活動等需要確定立場的政治參與活動時，Lee發現異質性討論會

有削弱參與的效果；但是如果像是打電話call-in到電台發表意見等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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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針對性的政治參與，則異質性討論會有增強的效果。

另外，Scheufele、Nisbet、Brossard與Nisbet（2004）使用結構方程

模式，同時檢驗政治討論網絡、討論異質性、政治知識、新聞使用對

於政治參與的關係，發現若能同時討論各類變項的影響力，討論異質

性將直接或間接影響政治參與。

本研究採用台灣調查資料庫，針對政治公民參與的題項包括參與

地方改造活動、擔任義工、參加公民團體集會、參加地方政治社團活

動等較廣泛政治公民參與項目。 根據Lee（2011）與Scheufele等人

（2004）的建議與結論，提出以下假設：

H3：討論異質性與政治公民參與有正向關係。

II. 意見領袖與媒介使用

意見領袖的研究起始於Lazarsfeld、Berelson與Gaudet（1948）的調

查研究。Lazarsfeld等人在研究選舉行為時發現，競選訊息通常會先被

對選情投入且具知識的「意見領袖」接收，然後他們再將訊息傳遞給意

見追隨者。這個過程被Lazarsfeld等人稱為兩級傳播。在他們研究中，

意見領袖被定義為對於選情有興趣、常使用媒介、且被視為有影響力

之人（Lazarsfeld et al., 1948）。而在兩級傳播研究發現，比起傳播媒

介，人們透過人際傳播過程被影響的程度更大。

在隨後的研究中，意見領袖通常被定義為在所處環境中影響他人

看法的個人，意見領袖和那些被影響的人處在類似社會地位上，對所

討論話題具知識及能力，且經常與他人進行對話（Hellevik & Bjørklund, 

1991; Katz & Lazarsfeld, 1955）；因此，相關研究經常採用問卷方法，

詢問受訪者自身對處在類似社會地位的他人的影響力，例如：詢問受

訪者近期是否說服朋友投票給某位候選人等（Katz & Lazarsfeld, 1955; 

Lazarsfeld et al., 1948）。
Noelle-Neumann（1999）認為，這些具有較高影響他人想法以及領

導力較高的民眾，政治公民參與程度會較高。意見領袖與公民參與的

關係，也同樣顯示在Scheufele與Shah（2000）的研究中。他們發現意見

領袖通常比其他人對接收媒介新聞較有興趣，這些人也比大眾較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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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效率來處理訊息，因此通常為影響大眾意見、態度、或行為的重

要來源。Shah與Scheufele（2006）主張，意見領袖通常較為自信、創

新，而且對於政治有興趣者，他們會主動在各類媒體，例如：電視、

報紙、網路等搜尋資訊，以滿足他們維持監督環境與保持影響力的目

的。意見領袖傾向認為自己有能力判斷各類資訊，並會將此資訊分享

給他人（Chan & Misra, 1990）。他們也傾向於具有緊密的人際網絡，並

可透過人際網絡將自己的意見傳達出去（Rogers, 1983）。

早在Katz與Lazarsfeld（1955）的研究中便指出，意見領袖與媒介使

用有所關連。意見領袖傾向於使用媒體來接收資訊，因之比起其他

人，意見領袖的媒介使用程度比較高。而社群媒體的興起，提供了意

見領袖豐富的管道接收、傳遞、並與人討論訊息，因此意見領袖應有

較強的動機使用社群媒體接收政治與公共相關議題。Park（2013）發

現，自我感知的意見領導力與推特使用有所關連，並且發現意見領導

力與政治討論及政治參與也有正向關係。意見領袖與政治參與的關

係，也在其他研究中證實（Kavanaugh, Zin, & Carroll, 2006; Keller & 

Berry, 2003）。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意見領導力、社群媒體

使用、網路政治與公共事務討論頻率、與政治公民參與關係，提出假

設：

H4：意見領導力分別與社群媒體使用、網路政治與公共事務討論

頻率、與政治公民參與有正向關係。

過去研究對於意見領袖與討論異質性的關係，則存在不一致的看

法。有研究認為意見領袖傾向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討論（Guerin, Petry, 

& Crete, 2004; Ikeda & Huckfeldt, 2010），有些研究則持相反意見（Shah 

& Scheufele, 2006）。更有其他研究發現，意見領袖和相同或不同意見

的人的政治討論都成正向關係（Ponder & Haridakis, 2014），意味意見領

袖的討論兼具多元意見及單一意見立場。因過去研究中對於意見領袖

與其討論異質性的關係有所歧異，因此提出研究問題：

Q2：意見領導力與討論異質性的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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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人際溝通與政治公民參與模型

根據上述之研究假設和問題，本研究提出研究模型（圖一），以整

體瞭解變項間的關係。模型中變項分為三大區塊，分別為媒介使用、

人際溝通相關變項、與政治公民參與變項。媒介使用部分主要檢驗和

政治與公共事務相關的社群媒體使用。人際溝通變項包括：意見領導

力、政治討論異質性、與網路政治與公共事務討論頻率。另外，政治

與公民參與將分別探討網路與線下的政治公民參與程度，以利了解各

變項對於現今網路政治動員以及實際線下政治公民參與的關係。

圖中虛線部分為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問題，粗線顯示假設二中介關

係的相關變項，實線部分代表研究假設。實線旁正負符號表示研究假

設中變項間關係方向。

圖一　社群媒體使用、人際溝通變項、與政治公民參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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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資料來源與抽樣

本研究資料使用科技部2015年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一期第四次

全國調查。此全國調查之調查對象為十八歲以上之具有戶籍之國民，

調查採用分層階段叢集抽樣法，依照鄉鎮市區、村里、門牌號碼、及

家戶成員進行抽樣。總樣本數共2002案。資料依性別、年齡的母體比

例交叉加權，以符合母體分配。受訪者988位為男性（49.4%），1014為

女性（50.6%），平均年齡為46.10（SD = 16.92）。受訪者中3.5%為無接

受教育或自修，11%為小學畢業，11%為國（初）中和初職，26.3%為高

中、高職和士官學校，12.3%為專科及軍警專修（科）班、空中行專，
29.3%為軍警官校和大學，6.6%為研究所以上。每日平均網路使用時

間為208.65分鐘（SD = 215.82）。

測量變項 

與政治與公共事務相關之社群媒體使用：由一個題項組成，受訪

者從四點量表回答下列問題：「請問你透過臉書接收政治和公共事務的

頻率是？」（1 = 從來沒有、2 = 很少、3 = 有時、4 = 經常；M = 2.53；
SD = .98）。

意見領導力：意見領導力的測量方式相當多元，如自我認定、自

我認定、受訪者感知、他人認定、觀察法等，各有優缺點（Valente & 

Pumpuang, 2007）。本研究使用在問卷調查法中普遍使用的測量，受訪

者自我感知意見領導力，來進行測量。題項由Nisbet與Kotcher（2009）

改編，由兩項題項組成，測量受訪者說服他人及提供意見的頻率。題

項如下：「在談論政治或公共事務時，你有多常說服朋友聽你的意

見？」及「你和朋友或鄰居談論政治或公共事務時，你多常提供意見？」

（1 = 從來沒有、2 = 很少、3 = 有時、4 = 經常，Cronbach’s alpha = 

.83）。兩項題項最後加總平均形成意見領導力數值（M = .62；SD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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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政治與公共事務討論頻率：由兩個題項組成，分別為「你多常

在網路平台上（例如：BBS、部落格、臉書、YouTube等）表達你對政治

或公共事務議題的看法」，及「你多常在網路平台上（例如：BBS、部落

格、臉書、YouTube等）和朋友討論政治或公共事務話題」。兩項題項

最後加總平均作為分析使用（1 = 從來沒有、2 = 很少、3 = 有時、4 = 

經常；Cronbach’s alpha = .73；M = 1.12；SD = .39）。

政治討論異質性：政治討論異質性測量與自身意見不一致的政治

或公共事務討論之頻率。由下列題項測量：「你有多常和與你意見不同

的人討論政治或公共事務？」回答選項為四點量表：1 = 從來沒有、2 = 

很少、3 = 有時、4 = 經常（M = 1.30；SD = .65）。

線下政治公民參與：以四項題項組成。受試者回答他們從事下列

四項活動的頻率：參與社區或地方改造活動、擔任義工、參加社區或

公民團體集會與活動、參加地方政治社團活動（Cronbach’s alpha = 

.72；M = 1.36；SD = .53）。回答選項為1 = 從來沒有、2 = 很少、3 = 

有時、4 = 經常。

網路政治公民參與：題項參考Warren、Sulaiman與 Jaafar（2014）和
Skoric、Marko與Poor（2013）題組。受試者回答他們「使用社群媒體來

傳播公民運動」、「使用社群媒體動員親友參與公民運動」、「在網路上

分享、轉帖、或轉寄選舉新聞、訊息、影片」、以及「在網路上發文、

製作、或評論選舉新聞、訊息、影片」的頻率（Cronbach’s alpha = 

.80；M = 1.30； SD = .53）。回答選項為1 = 從來沒有、2 = 很少、3 = 

有時、4 = 經常。

研究結果與分析

調查數據根據研究問題與假設，針對所提出模型，進行路徑分

析。本研究假設與研究問題牽涉多個變項，且欲探討變項間直接與間

接關係，因此使用路徑分析，可以同時檢驗多個變項間關係（Preacher 

& Hayes, 2008）。分析過程中，已將不顯著的路徑予以刪除，圖二為顯

示具有最佳適配度的模型。結果顯示，χ2（4） = .90 （p > .05），RM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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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CFI = 1.00，TLI = 1.01。根據Kline（2005），RMSEA小於 .05，
CFI 與TLI大於 .90，代表模式與資料有很好的適配性。

研究問題一探討與政治和公共事務相關的社群媒體使用與政治公

民參與關係。從模型結果得知，使用社群媒體接收政治與公共事務訊

息越高者，網路政治公民參與程度越高（β = .09，p < .01），但社群媒

體使用並不能預測線下政治公民參與。

假設一認為網路政治討論越頻繁者，政治公民參與越高。研究結

果顯示，網路政治討論頻率顯著預測網路政治公民參與（β = .19，p < 

.01）與線下政治公民參與（β = .19，p < .01），且成正向關係。假設一

成立。

圖二　社群媒體使用、人際溝通變項、與政治公民參與模型整體適配度

假設二提出網路政治討論頻率為社群媒體使用與政治討論異質性

的中介變項。從模型的結果檢視，當同時考慮網路政治討論頻率變項

的影響時，社群媒體使用與討論異質性關係不顯著，而社群媒體使用

透過網路政治討論頻率影響政治討論異質性，代表網路政治討論完全

中介社群媒體使用與政治討論異質性關係。假設二成立。

假設三認為提出討論異質性與政治公民參與有正向關係。從結果

發現，討論異質性顯著預測網路政治公民參與（β = .11，p < .01）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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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政治公民參與（β = .07，p < .05）。假設三成立。

在探討意見領導力與社群媒體使用、網路政治討論頻率、與政治

公民參與的假設中（假設四），本研究認為意見領袖與其他三變項成正

向關係。結果顯示，意見領袖顯著預測與政治及公共議題相關的社群

媒體使用（β = .19，p < .01），與網路政治討論頻率（β = .46，p < 

.01）。換言之，自我感知意見領導力越高著，越常使用社群媒體接收政

治與公共議題訊息，且他們在網路上與他人進行政治討論的頻率越高。 

但意見領導力和政治公民參與，不管是網路或線下形式，都沒有直接

關係。儘管如此，從圖二的結果得知，意見領導力可透過網路政治討

論頻率，間接影響線下與網路政治參與。因此，意見領導力越高者，

如能在網路上與他人討論政治或公共議題，便能增進政治公民參與。

在最後的研究問題中，探討意見領導力與政治討論異質性的關

係。研究結果顯示，意見領導力越高者，討論異質性越高（β = .44，p 

< .01）。從圖二可得知，除了透過網路政治討論頻率，意見領導力也可

以透過與不同立場的政治討論，影響線下與網路政治公民參與程度。

結論與討論

研究結論

政治與公民參與對於民主社會的健全運作極其重要；然而，在研

究投票行為的早期調查中，學者便發現許多民眾的參與政治動機非常

低，對於政治事務了解不深，且缺發實質的政治討論（Berelson, Lazrsfeld,  

& McPhee, 1954）。因此對於如何促進人民的政治公民參與動機與行

為，便成為重要的課題。

社群媒體在今日社會中已成為傳遞政治與公共事務消息的重要管

道。近年來的公民運動消息、政治事務新聞、與重要災難訊息，經常

透過社群媒體達到傳遞訊息、反應意見與動員的功效。但這些現象都

只局限於在網路環境中。社群媒體除了提供人民在網路上接受訊息、

發聲、以及進行網路動員的管道，是否能更進一步促進實質的政治公

民參與，成為一個重要議題。本研究即針對社群媒體的使用，探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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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治公民參與的關係。此外，本研究也同時探討不同的人際溝通

討論特質的影響力，例如：在網路上的政治討論頻率、與不同意見進

行溝通討論、或嘗試說服他人等意見領導力等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經常透過臉書接收政治與公共事務訊息者，也

較常透過社群媒體傳播政治公共議題消息或動員親友參與網路上的公

民運動，但對實質線下政治公民參與並沒有顯著增加。值得注意的

是，雖然社群媒體使用不能直接預測線下政治公民參與，但是透過增

加網路政治討論，還是可以間接影響線下政治公民參與程度。此處可

以Eveland（2004）所提出的看法解釋此一現象：使用臉書接收政治與公

共事務相關訊息者，若能同時在線上與他人討論，便能經由討論的過

程得以增加對議題的投入度與理解程度，也因此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

的動機及行為也會隨之增加。此結論也支持「公民傳播傳播中介理論」

看法（citizen communication mediation model）（Shah, Cho, Eveland, & 

Kwak, 2005），認為人口變項或制度性變項均是透過政治討論影響政治

參與。這些研究發現媒介使用對於政治參與影響力雖大，但其影響力

多為間接，大都透過政治討論影響政治參與。本研究呼應並補充上述

相關研究，認為在使用社群媒介作為政治公共議題傳播平台的環境

中，人際溝通討論仍為促進實質政治公民參與的重要因素，而如同以

往對於傳統媒介使用的研究，社群媒介使用仍是透過政治討論間接 

影響實質政治公民參與（Katz & Lazrsfeld, 1955; Scheufele, 2002; de 

Tocqueville, 1835/1984）。

本研究結果也指出，若單純使用社群媒體接收政治與公共事務相關

訊息，並無法增加政治討論的多元性；但是若能增加在網路上與他人討

論的機會，便能提高政治討論異質性。此處結果應可呼應Brundidge

（2010）的看法，在本研究中發現使用社群媒體接收政治公共事務訊息

並無法直接增加政治討論的多元性。原因可能如同選擇性暴露理論所

述，人們容易選擇性的接收與訂閱與自身意見相近的訊息，因此對於

增加多元性討論並無幫助。但若能增加與他人討論頻率，則因線上可

供溝通的人際網絡，比起現實生活中的人際網絡更為多元，且如同
Brundidge解釋，多元的網路網絡將使人們無法避免的接收到多元意

見，因此得以獲得較多機會與不同立場者討論。本研究數據無法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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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能解釋提供證據支持，未來研究可持續對相關議題加以探討。

另外，本研究結果發現，政治討論異質性可以增進政治公民參與，支

持Scheufele et al. （2004）與Lee（2011）的看法。綜合上述發現得知，社

群媒體使用，因透過在網路上與他人討論，以及隨之與不同意見他人

討論的機會增加，將可增進民眾政治公民參與，對於民主政治的運作

確實有所幫助。當然，在本研究中，並無法得知在與不同意見者的討

論過程中，人們是否仍持有原有意見以參與政治公民運動，或者在討

論過程中被說服進而參與政治公民活動。未來研究應可對於這個面向

加以探討，並討論可能存在的個人差異在政治討論過程中的態度改

變，及其隨之的政治公民參與行為。

最後，本研究發現，具意見領導力者，傾向於使用社群媒體接收

政治與公共事務相關訊息，顯示社群媒體在現今社會中，可提供豐富

政治與公共事務相關資訊，滿足意見領袖監督環境的需求。而具意見

領導力者，傾向於在網路上與人討論政治議題，也較常與意見不同者

討論政治與公共議題，顯示他們政治討論的多元化。這些發現顯示，

在使用社群媒體的環境中，具意見領導力者仍和早期研究發現的意見

領袖特質類似，即他們較會使用媒介搜尋資訊，且較願意與他人討論

相關議題（Hellevik & Bjørklund, 1991; Katz & Lazarsfeld, 1955）。未來

研究可可延續探討意見領袖與意見不同者討論政治議題時，如何影響

他人的政治態度，及在何種情況下本身的政治與公共事務態度會受到

改變。

在本研究中，意見領導力並沒有直接影響政治公民參與，與Park

（2013）的結論不同。檢視Park的研究，並沒有同時討論意見領導力與

其他政治討論變項對於政治公民參與的影響力，或許可以解釋與本研

究結論的不同。在本研究中，意見領導力仍然經由網路政治討論及討

論異質性預測政治公民參與，因此顯示政治討論與討論異質性為意見

領導力影響政治公民參與的重要機制

研究限制

本研究使用傳播調查資料庫資料，受限於題項數目限制，因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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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群媒體使用及討論異質性各只有包含一個題項。另外其他概念的

測量題項數目也受侷限，因此對於研究結果的解釋及適用範圍應謹慎

處理。例如：還有許多其他形式的線下政治公民參與，如投票行為，

可能與本研究中的其他變項有不同的關係。網路政治公民參與題項也

有限制，本研究在四題題項中測量了傳遞公民運動與選舉訊息的相關

面向，但尚有其他網路政治公民參與行為，例如：寄電子信給政府或

政黨、填寫請願書等行為尚未包含於題項中，而這些不同的網路政治

公民參與行為是否與本研究中的其他變項有不同關係，也值得進一步

探討；因此在解釋本研究的網路及線下政治公民參與行為時，需要 

特別注意此局限性。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面向的網路與線下政治

公民參與行為做調查與分類，並了解不同參與行為類型可能對於不同

變項間的影響關係。最後，本研究的意見領導力題項只詢問受訪者 

對於「朋友」或「鄰居」的影響力。雖類似題項在以往研究中經常使用

（Lazarsfeld et al., 1948; Nisbet & Kotcher, 2009），但對於現今使用新傳

播科技以及人際網絡更為複雜的環境中，意見領袖的影響力與定義是

否需重新界定，是否操作化過程中更適合以廣義的說服「他人」為測量

題項，此問題可在未來研究持續探討。

本研究冀提出人際溝通面向的重要性，以意見領袖力、討論頻率

與討論異質性為例，說明政治公民參與的研究，除考量媒介使用的傳

統面向外，也須重視人際溝通面向的影響力。但人際溝通面向的觀察

並不只侷限於此三項變項。例如：政治討論內容的性質，也有可能造

成影響。例如：在一項分析社群媒體政治討論群組的研究中，Choi

（2014）發現網路討論內容中，理性分析討論比情緒性討論更有影響

力，而提供強而有力的論證比分析性的論證更能吸引網民的回應。未

來研究應更深入探討不同人際溝通面向對於影響政治公民參與的可能

性。

儘管有上述限制，本研究仍提供了解社群媒體使用、人際討論溝

通變項、政治公民參與關係的方向。政治討論在於現今社群媒介廣泛

使用的情境下，仍然為促進政治公民參與的重要機制。也因為透過社

群媒體上豐富且具多元化的政治與公共議題討論與溝通，得以增進網

路及現實線下的政治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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